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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四五”时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我国广大乡村振兴的重要机遇期，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是实现国家富强，生活富裕，人民幸福的重要途径。但近些年来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的污染严重、产业化

水平低等诸多问题，制约了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进程。本文借助索罗–斯旺模型，从资本量与劳动人

口角度，进行实证分析。通过时间序列模型，首先分析农村经济发展问题，随后详细分析资本量与劳动

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最后为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出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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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iod of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to consolidate and expand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alize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vast rural areas in China.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realizing the prosper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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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ntry, the prosperity of life and the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many 
problems such as serious pollution and low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rural economic develop-
ment have restricted the proces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There is few data 
empirical analysis of rural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issue of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of rural economy. In this paper, with the help of the Solow-Swan model, we will conduct 
empirical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mount of capital and the labor force. Through the 
auto regression moving average model, first, we analyze the trouble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
ment, then analyze the role of the amount of capital and the labor force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of rural economy in detail,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some targeted policy advocac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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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农村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使得其研究广泛而深刻。

但从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的研究中，不难发现，对于其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多数学者停留在理论分

析上[1]，而鲜有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的研究。这一部分原因是我国地域辽阔，东西部地区农

村经济发展基础与发展水平不同，且影响农村农业发展的因素众多，无法将其逐个列举进行分析，另一

方面是因为我国有关农村地区数据调查的缺失，其主要表现在家庭金融资产、居民收入等敏感话题上，

使得对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研究无法通过数据模型进行分析[2]。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热议的话题。而我国自进入新常态以来，更

加重视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发展，不再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

在对称态的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 GDP 总量、人均 GDP 增长与经济均衡产出最大化。农村

经济新常态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农村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这在追

求长期经济稳态增长的索罗–斯旺模型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索罗–斯旺在构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时，

将资本与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将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变量均视为外生变量，并给予诸多严

苛的假设条件，虽在当前社会看来其前提假设条件难以满足且过于严格，但对于研究我国农村地区经济

发展仍有较大的借鉴意义[3]。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将经济的发展不仅仅归功于资本与劳动

人口，而更多地将货币市场因素与资本市场因素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资本市场债券利息等。

这其实是过度强调金融市场发展对于经济的作用，而冲淡了实体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这显然与我

国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强调“全面振兴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防止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脱

实向虚’”的理论，且与我国当前农村地区金融市场基础薄弱，货币影响传导机制较弱的发展现状相违

背[4]。 
在已有的文献中，许多国内学者通过对农村农业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见解，但未尝有分析农村地

区农业发展影响因素的案例[5]。事实上，通过应用索罗–斯旺模型，假定资本与劳动人口作为农村地区

经济发展的解释变量，从国家统计局与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上看，这可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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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就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农民人均收入自 1984 年至 2019 年以来，

由人均 3321 元上涨到人均 16,021，增长了 4.82 倍；同样 1984~2019 年间我国第一产业产出总量平均每

年实际增长 3.22%，产出总量增长 3.02 倍，农村地区人均资本量也从 1984 年的 790 元，上涨到 2019 年

的 2693 元，共增长 3.42 倍；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从 1984 年的 37,746 人，下降至 19,445 人，减少

了 0.94 倍。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因素项，存在技术增长这项解释因素，

符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6]。 
但对于技术增长这项影响因素的衡量上，在已知文献的研究中，我国国内诸多学者并未给出直接衡

量农村地区技术增长的指标，更多是借助已有数据侧面替代技术发展，并将其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分析经

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本文借助古典凯恩斯主义的两部门模型，并借助增长核算方程，通过对农村地区经

济发展影响因素作出基本假设，并在其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将技术增长作为刨除资本与劳动力因素所带

来的经济增长贡献外的影响贡献进行衡量，这在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将进行详细阐述。 
本研究认为农村地区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力人口因素与农村地区资本存量，而三者之间的影响关系

与影响路径需得到实证与分析解释，唯有如此才能找到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的正确影响路径[7]。 
基于这一目的，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当前我国农村地区产业发展现状，使用 1984~2019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作为数据来源，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研究农村地区经济增

长同农村地区劳动力人口因素与资本存量增长的关系，并以此为根据提出对农村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对策与建议。文章第二部分将对本研究的计量模型建立、数据来源和分析方法做出具体说明；第四部分

将对本研究所使用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运用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和脉冲响应分

析(Impulse Response Analysis)对其影响路径进行实证分析，并将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进一

步解释说明，提出相关建议，揭露其政策含义，给出其实际支持的最终结论。 

2. 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 

索罗–斯旺认为经济增长不应该只局限于资本的广化，更应该追求资本的深化。所谓资本广化是指

资本的增长率同劳动力的增长率相同，从而使得两者的比率相同。而资本深化则是资本的增长率快与劳

动力的增长率，从而使得人均储蓄或人均资本量增加[8]。而根据我国统计年鉴数据表明，结果见图 1，
我国农村第一产业劳动力人口多年呈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第一产业劳动人口仅为 19,445
人，这数据仅是 1987 年我国第一产业劳动人口的 51.5%，另一方面我国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的变动呈现上

升趋势，1984~2019 年间共增长 3.02 倍。 
 

 
Figure 1. Number of employees in the primary industry from 1984 to 2019 
图 1. 1984~2019 年第一产业从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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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旺模型中对于经济增长中含有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从业人员对经济增长影响中存

在乘数效应，而资本存量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则仅仅为简单的加法效应[9]。另外对于从业人员的出生率

角度分析，结果见图 2，自 1978 年改革以来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各地区农村新增人口出生率大

幅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跳出索罗–斯旺模型经济增长的虚假繁荣陷阱，并随着技术因素与资本存量对

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长期稳定的因素。 
 

 
Figure 2. Capital stock in rural areas, 1984 to 2019 
图 2. 1984~2019 年农村地区资本存量 

 
从当前我国农村地区资本存量整体情况来看，我国农村地区资本存量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而在 2001

年~2012 年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下降，且在当前阶段来看，仍存在很强的上升势头[10]。这说明目前我国农

村地区具备一定程度的发展基础与发展潜力。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资本如何使用与资本使用

效率等问题，这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逐渐解决。 
而我国农村地区当前资本量正呈现逐渐积聚现象，一方面伴随着农村地区二、三产业的发展，使得

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趋于多样化，为其第一产业农业发展积累资金，另外一方面国家鼓励农村青壮年劳动

力就地创业、返乡创业，并给予其政策支持，使得农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返乡发展，为农业发展奠定基

础。而农村地区农业发展，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逐步加快，工业部门逐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

导部门[11]，特别是在我国广大中西部的农村地区，农业部门的主导型逐渐被工业部门所取代。但由于农

业部门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其基础性与生存保障性功能，并未被其他产业部门所取代。 
我国当前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存在一定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一般发

展规律[12]。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必须始终抓紧抓好。

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

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

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13] 
而我国农业地区资本量的积累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工业部门的发展，这使得农村地区发展跳出传统的

“二元经济”结构，朝着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协调健康发展。 
另外索罗–斯旺模型中对于影响资本存量大小的变动假设的在于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大小变动，认为

投资者均是理性人，对于其经济行为的假设过于理想化。1911 年，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

欧文费雪在其《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著名的“费雪交易方程”，即假设流通速度不变的情况下，

投资者对于货币的需求量取决于投资品价格与产品数量，强调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即流通手段的作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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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在吸收和修整凯恩斯灵活偏好论的基础上，推演出新货币数量论，即

认为投资者对于货币需求不仅取决于产品价格与产品数量，更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存贷款利率、M1 和 M2
的比率与预期物质资产收益率等[14]。 

但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发现，由于调查研究对象为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且大多分布在我国的中西部

地区，较东部发达地区而言，我国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不发达、未形成理性的投资环境，且国家政策与

大型投资机构在中西部农村地区中的作用较大，个体投资者对于其个人决策上较为保守。因此使得我国

中西部的广大农村地区在上述西方经济理论影响分析中影响路径与影响因素并不显著，但我们在后文的

模型构建上，仍可以借鉴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可取之处。 

3. 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模型引出 

由于在中国农村，可利用可观测的样本观测值有限，且可利用到的数据有限，这使得索罗–斯旺模

型的应用成为必要，因为索罗–斯旺模型只考虑到我们所关心的基本内容[15]。这里首先引入经济增长率

的概念：即从抽象的意义上讲，设变量 Z(t)是时间变量 t 的市值函数，则变量 Z 从时间 t 到时间 t t+ ∆ 的

增长率被定义为如下关系式： 

( ) ( )
( )z

Z t t Z t
g

Z t
+ ∆ −

=  

如果让时间改变量 1t∆ = ，则在变量 Z(t)关于时间的增长率关系式为： 

( ) ( )
( )

1
z

Z t Z t
g

Z t
+ −

=  

此时由于经济增长的概念是清晰的，但导致经济增长的原因却是复杂的，本文借助索罗–斯旺模型，

目的是减少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将解释变量限制在资本与劳动力，并将模型建立在一个新古典生产方

程体系上，引入增长核算这种经济分析方法，将观测到的总产出增长分为几个部分，而各个部分与各要

素的投入变化与生产技术的变化相关： 

( ),t t tY Af K N=  

其中 A 为全要素生产率，K 为资本量，N 为人口资本量。借着上述关于增长率理论，可将其表述为 

Y A k Ng g g gα β= + +  
即：产出增长 = 生产率增长贡献 + 资本增长贡献 + 劳动增长贡献，而全要素生产率无法直接观

测与搜集，因此通过间接衡量进行观测： 

A Y k Ng g g gα β= − −  

根据索罗–斯旺模型前提假设：(1) 经济由一个部门组成生产一种即可投资又可消费的商品。(2) 不
存在国际贸易的封闭经济，且政府部门被忽略。(3) 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4) 经济技术、人口增长与资

本折旧速度外生。 
由于未能从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等数据库中找到农村地区资本总量数据，根据(2)假设，且根

据凯恩斯学派有关两部门模型均衡理论，定义资本为可支配收入在进行消费后的结余，可得 K Y C= − ，

即人均资本 =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另外这里的总产值为农林牧副渔业总产

值，即第一产业总产值，忽略农村从业人员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产出贡献，且这里人力资本使用第一产

业从业人员人数进行衡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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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ata for rural areas 
表 1. 农村地区数据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总产值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 人均资本 

1984 3321 2531 41,097 37,746 790 

1985 3655 2601 43,522 37,214 1054 

1986 3765 2654 45,861 36,991 1111 

1987 3976 2709 46,958 36,374 1267 

1988 4218 2841 47,763 35,964 1377 

1989 4512 2876 48,695 35,452 1636 

1990 4836 2901 49,758 35,002 1935 

1991 4762 2974 50,042 34,698 1788 

1992 5079 3199 52,697 34,011 1880 

1993 5385 3392 54,185 33,658 1993 

1994 5740 3673 55,412 33,015 2067 

1995 6104 4028 57,485 32,985 2076 

1996 6345 4187 59,037 32,251 2158 

1997 6653 4390 60,135 31,685 2263 

1998 6821 4501 62,958 30,976 2320 

1999 7056 4727 64,127 30,357 2329 

2000 7210 4830 65,541 29,735 2380 

2001 7385 4947 67,498 29,147 2438 

2002 7448 5064 70,597 28,421 2384 

2003 7586 5310 72,589 28,014 2276 

2004 7649 5430 74,862 27,643 2219 

2005 7865 5741 76,531 26,938 2124 

2006 8009 5926 78,647 26,458 2083 

2007 8154 6033 80,059 26,014 2121 

2008 8358 6268 82,169 25,663 2090 

2009 8443 6416 84,967 25,219 2027 

2010 8651 6574 86,548 24,859 2077 

2011 8742 6818 89,472 24,127 1924 

2012 9087 7178 91,065 23,651 1909 

2013 9430 7485 93,173 23,079 1945 

2014 10,489 8383 97,822 22,546 2106 

2015 11,422 9223 101,893 21,919 2199 

2016 12,363 10,130 106,478 21,496 2233 

2017 13,432 10,955 109,332 20,944 2477 

2018 14,617 12,124 113,580 20,258 2493 

2019 16,021 13,328 123,968 19,445 2693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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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 数据，以上一年数据为基础，进行增长率计算，可得：全要素生产率是作为一个余量进行

计算得出，即为考虑了可直接导致产出增长，结果见表 2。 
 

Table 2. Data for rural areas 
表 2. 农村地区数据 

 产出增长 资本增长 劳动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1984     
1985 5.90% 33.42% −1.41% −26.11% 
1986 5.37% 5.41% −0.60% 0.57% 
1987 2.39% 14.04% −1.67% −9.98% 
1988 1.71% 8.68% −1.13% −5.84% 
1989 1.95% 18.81% −1.42% −15.43% 

1990 2.18% 18.28% −1.27% −14.82% 

1991 0.57% −7.60% −0.87% 9.04% 

1992 5.31% 5.15% −1.98% 2.14% 

1993 2.82% 6.01% −1.04% −2.15% 

1994 2.26% 3.71% −1.91% 0.46% 

1995 3.74% 0.44% −0.09% 3.40% 

1996 2.70% 3.95% −2.23% 0.98% 

1997 1.86% 4.87% −1.75% −1.25% 
1998 4.69% 2.52% −2.24% 4.41% 
1999 1.86% 0.39% −2.00% 3.47% 
2000 2.20% 2.19% −2.05% 2.06% 

2001 2.99% 2.44% −1.98% 2.53% 

2002 4.59% −2.21% −2.49% 9.30% 
2003 2.82% −4.53% −1.43% 8.78% 

2004 3.13% −2.50% −1.32% 6.96% 

2005 2.23% −4.28% −2.55% 9.06% 

2006 2.76% −1.93% −1.78% 6.48% 

2007 1.80% 1.82% −1.68% 1.65% 

2008 2.64% −1.46% −1.35% 5.45% 

2009 3.41% −3.01% −1.73% 8.15% 
2010 1.86% 2.47% −1.43% 0.82% 
2011 3.38% −7.37% −2.94% 13.69% 
2012 1.78% −0.78% −1.97% 4.53% 

2013 2.31% 1.89% −2.42% 2.85% 

2014 4.99% 8.28% −2.31% −0.98% 

2015 4.16% 4.42% −2.78% 2.53% 

2016 4.50% 1.55% −1.93% 4.88% 

2017 2.68% 10.93% −2.57% −5.68% 

2018 3.89% 0.65% −3.28% 6.51% 

2019 9.15% 8.02% −4.01% 5.14% 

注：数据来源于上述数据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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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要素生产率的定义可知，全要素生产率是作为余量计算的影响解释因素，即不能被投入要素

解释的部分，一般被认为是由于技术因素的变动引起的产出增长。这里我们导出全要素生产率按年份变

化的折线图，结果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1984~2019 
图 3. 1984~2019 年全要素生产率 
 

可以看到在最初 1991 年之前，技术水平导致产出增长呈现出负增长率，这可能是因为资本与人力资

源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相对于全要素增长率来讲贡献较大。而在 1991 年至 2019 年中，全要素生产率呈现

正增长，虽各年存在波动，但整体围绕某一值上下波动。根据图示信息，猜测这里全要素生产率时间序

列可能为平稳序列，以下对其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 
 

Table 3. Unit root test 
表 3. 单位根检验 

变量 ADF 检验 检验类型 滞后阶数 显著水平(临界值) 

A** −5.388406 含有常数项 8 1% (−3.639407) 

注：**表示在 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在选择滞后阶数时，采用系统推荐滞后阶数。而在单位根检验中，全要素生产

率的 ADC 检验值为−5.388406 < −3.639407，在 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其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认为其不存

在单位根，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平稳序列。这说明，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中，

呈现一种不确定的趋势与波动性，但从数据来看，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围绕均值 1.25%上下波动，且方差

为 0.0063，这说明从整体来看，全要素生产率不随时间变动，但每年均存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技术水平提

升所导致的农村地区经济增长影响。 

3.2. 模型说明 

在研究总生产函数的传统分析框架中，由于技术因素是由衡量增长的决定因素计算后的剩余余量得

出的，且从实际度量上并未找到相关替代数据对其进行衡量[17]。因此在实际计量模型构建中，可将全要

素增长率作为资本与劳动人口对产出影响进行全微分后进行模型回归时的截距项进行研究分析，而在考

虑实际产出影响模型时，可以得出索罗–斯旺模型中反映资本与劳动人口对经济产出的生产函数： 

( ),Y Af N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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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Y 表示第一产业经济产出，K 表示农村地区总的资本投入，L 表示第一产业劳动力投入。对其

产出模型进行全微分，可得到以下等式： 

( )d d d df fY A N A K f N K A
K N
∂ ∂

= + +
∂ ∂

，  

在上式中，资本与劳动人口对产出的贡献率存在一定共性，即资本与人口两者作为产出衡量的解释变量，

不仅反映出各时期内的产出贡献程度，又体现出一定量的资本与劳动人口发展水平。但考虑到收入分配

结构、收入分配制度和政府政策行为等因素在地区间存在差异，即对其各地区产出影响不同。这里并将

国家统计局与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进行地区分类，且由于研究对象是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取第一产业人均产出替代第一产业总产出，使用农村地区人均资本投入量替代农村地区总的资本投入，

用 β1 来表示资本对产出贡献，用 β2 表示劳动人口对产出贡献，μ作为截距项表示全要素增长率，即反应

技术因素对第一产业发展的影响。从而建立产出增长模型： 

1 2y n kβ β β µ= + + +  

数据说明本文涉及到的变量与数据资料主要包括第一产业人均产出、农村地区人均资本和第一产业

从业人口三个方面，我们选择 1984~2019 年的农村地区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由于数据较大，我们对第一

产业人均产出、农村地区人均资本和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取对数，为的是减少数据的波动与回归系数大小

的处理。 
 

 
Figure 4. Change curve of output value of primary industry 
图 4. 第一产业产值变化曲线 

 

 

 
Figure 5. Overall trends in capital per capita and working population 
图 5. 人均资本和从业人口整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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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描述了我国第一产业产值变化，图 5 描述了我国农村资本和第一产业人口变化趋势，可以看出：

随着时间的变动，我国第一产业人口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在产出与资本上，则呈现总体上升趋势。

并且在实际分析中，由于其存在明显的趋势项且存在截距项，因此我们在后面的实证分析中，可能其数

据并非平稳，但数据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我们将对这三组数据进行处理，通过对其单位根检验，

对其数据平稳性进行研究，分析是否为平稳的 AR 模型，而后再进行协整检验，建立平稳的 ARMA 模型，

并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观测变量间的格兰杰关系，最后通过误差修整模型，分析确定模型。本研究所

涉及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4 到 2019 年历年)、国家统计局(1984~2019)。 

3.3. 实证分析方法 

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在进行时间序列数据处理上，首先将利用 Dickey 和 Fuller (1981)
提出的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的 ADF 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处理使

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单整的，那么我们将对相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分别

确定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和农村人均资本量与第一产业人均产出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协整理论是研究分析非平稳时间序列的一个重要方法。Engle and Granger (1987)指出，如果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含有单位根的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能构成平稳的时间序列，则称这些非平稳时

间序列是协整的，称得到的平稳的线性组合为协整方程，可以认为协整方程的存在说明这些变量(即非平

稳的时间序列)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协整理论是研究分析非平稳时间序列的一个重要方法。 

4.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4.1. 单位根检验 

本研究利用 Eviews 软件，考虑使用残差项序列相关的 ADF 单位根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

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18]。首先对农村地区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人均资本量、第一产业人均产出取对

数，以减少数据的波动，分别用 LNN、LNK、LNY 表示。根据 ADF 单位根检验发现，LNN、LNK、LNY
三者均为非平稳变量，于是我们对于非平稳变量处理采用差分法。结果见表 4 其中△LNN、△LNK、△

LNY 分别表示对其相关变量取一阶差分值。从表 1 可以看出，经过一阶差分处理后所有时间序列数据在

1%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 
 

Table 4. Unit root test 
表 4. 单位根检验 

变量 ADF 检验 检验类型 滞后阶数 显著水平(临界值) 

LNY −0424127 含线性趋势项和常数项 9 10% (−3.204699) 

∆LNY** −3.942111 含有常数项 9 1% (−3.639407) 

LNK −2.782452 含线性趋势项和常数项 9 10% (−3.209642) 

∆LNK** −5.429151 含线性趋势项和常数项 9 1% (−4.252879) 

LNN −1.027824 含线性趋势项和常数项 9 10% (−1.610747) 

∆LNN** −5.982387 含线性趋势项和常数项 9 1% (−4.252879) 

注：**表示在 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 

4.2. 协整检验 

由于上述变量都是单整的，因此，我们可以利用 Johansen 协整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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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一步确定相关变量之间的符号关系。由单位根检验我们可以知道，DLNY、DLNK、DLNK 三者时间

序列均含有线性趋势项和常数项，相应地协整方程也应该包含趋势项和常数项项(Johansen，1994；赵华、

潘长凤，2004)。而 Johansen 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方法，在检验之前，必须首先确

定 VAR 模型的结构。根据 SC 准则可以确定 DLNN、LDNK、DLNY 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数为 0；同时，

我们利用 Q 统计量检验、怀特检验和 JB 检验进一步检验滞后期数为 0 的 VAR 模型，发现其拟合优度很

好，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的确是最优模型。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Table 5. Results of co-integration test of rural capital, employment and output (sample interval: 1984~2019) 
表 5. 农村资本和从业人数与产出的协整检验结果(样本区间：1984~2019) 

零假设：协整向量的数目 特征值 迹统计量 
临界值 

5%显著水平 P 统计量 

None** 0.601545 47.21346 42.91525 0.0175 

至多 1 个 0.297344 16.84818 25.87211 0.4264 

至多 2 个 0.145862 5.202866 12.51798 0.5675 

注：**表示在 1%的显著水平上拒绝有单位根的原假设。 

 
协整检验在 1984~2019 年的样本区间中，协整关系十分明确，即 DLNY、LDNN、DLNK 三个变量

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据此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得到误差修正模型： 
1.00000 1.475145 0.024671 0.00904ecm = + − −  

则 LNY、DNK、LNN 三个变量之间的协整方程是： 

LNY 0.024671*LNK 1.475145*LNN 0.00904= − +  

这表明了在 1984~2019 年中，三个变量间 LNN 与 LNY 存在一个长期均衡关系，但 LNK 与 LNY 之

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不显著。从中可以发现 1984~2019 年间，农村地区第一产业人均产出与第一产业从

业人数间存在一个反向关系，而农村地区第一产业人均产出和农村地区人均资本量间存在正向关系，但

整体上农村地区第一产业产值呈现上升趋势。 
这说明在 1984~2019 年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整体上呈下降趋势，人均资本量呈现上升趋势，总体

来说，经济增长中包含技术因素，且技术的增长对人均产出呈现促进影响[19]，而在上述分析中，全要素

增长率的变动呈现波动，且整体平稳，因此在理论分析时可以省去其技术增长的影响，且在对农村地区

第一产业人均产出、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和农村地区人均资本量的协整检验中，发现其可能存在长期均衡

关系。 
但在 LNY、LNK、LNN 三个变量间确定长期均衡关系后，我们又通过误差修整模型确定其变量之间

的短期动态关系，可以发现 LNK 对 LNY 的变动系数并不明显，这说明在经济发展中短期人均资本存在

对于第一产业人均产出影响并不明显，但在 LNN 对 LNY 的变动中，可以看到其对第一产业的人均产出

影响较大，数据表明伴随着第一产业从业人数的降低，第一产业人均产量变动反应较大，这在理论分析

上可以说明在 1984~2019 年间，全要素增长率中技术等因素的增长对第一产业发展贡献较大。 

4.3. 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上述分析中，尽管 LNN、LNK 对 LNY 这三者变量间存在长期关系，但 LNK 与 LNY 的长期均衡

关系并不显著，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其变量间关系予以分析，其最优滞后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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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AIC、SC 和 HQ 准则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Table 6. Variable lag order selection test 
表 6. 变量滞后阶数选择检验 

Lag AIC SC HQ 

0 −15.63520* −15.49779* −15.58965* 

1 −15.43244 −14.88279 −15.25024 

2 −15.34027 −14.37838 −15.02143 

注：*表示在该标准下所选取的滞后项数。 
 
根据 AIC、SC 和 HQ 准则，我们可以选择 0 阶最优滞后项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 7 检验的是∆LNN

和∆LNK 同∆LNY 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关系，从表 6 可以得知，在取得最优滞后期 0 阶以后，∆LNN 与∆LNY
的 Granger 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在 5%的置信度下，拒绝“∆LNN 不是△LNY 的 Granger 原因”的原假设，

认为∆LNN 是∆LNY 的 Granger 原因。然而另一方面，在 10%的置信度下，△LNK 没有成为∆LNY 的格

兰杰原因。 
 

Table 7. Granger causality test (sample interval: 1984~2019) 
表 7. Granger 因果检验(样本区间：1984~2019) 

变量 零假设 最优滞后期 样本数 F 统计量 P 统计量 

∆LNN ∆LNN 不是∆LNY 的 Granger 原因 
∆LNY 不是∆LNN 的 Granger 原因 

0 33 3.93786 
0.06238 

0.0311 
0.9397 

∆LNK ∆LNK 不是∆LNY 的 Granger 原因 
∆LNY 不是∆LNK 的 Granger 原因 

0 33 1.02271 
0.10899 

0.3727 
0.8971 

 

 
Figure 6. Dynamic response of per capita capital stock in rural areas and per capita output growth of primary in-
dustry in  rural areas to related shocks 
图6. 农村地区人均资本存量与农村地区第一产业人均产出增长对相关冲击的动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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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据索罗–斯旺模型理论分析上，在资本、劳动力同产出的关系上，中国农村地区第一产业人

均产出与农村地区人均资本量和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上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联系[20]，但可能由于中国当前农

村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弱，使得资本对农村地区产出贡献较低，这可能是导致在 Granger 因果检验中，

在 10%的置信度下，没有拒绝“∆LNK 不是∆LNY 的 Granger 原因”的原假设， 
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无法证实农村地区人均资本存量是农村地区第一产业人均产出增长的原因，因

此我们需要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进行冲击反应分析(Impulse-Response)，以进一步细化探索变量之

间的关系。图 6 是农村地区人均资本存量与农村地区第一产业人均产出增长对相关冲击的动态反应。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1) 农村地区人均资本存量的负向自冲击会呈现自身的优化；(2) 农村人均资本

存量的变动对农村第一产业人均产出导致其产生同向变动，而在滞后 2 期达到最大的正向效应，从滞后

3 期以后，这种冲击效应得以改善。这说明在农村地区人均资本存量与农村地区第一产业人均产出增长

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中(VAR)，二者存在一定量的滞后相关关系。这也证实了索罗–斯旺模型在理论上对

农村地区人均资本存量与农村地区第一产业人均产出增长两者关系的研究[21]。 

5. 结论及政策建议 

实证结果清楚地显示：我国农村地区 1984~2019 年间，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在理论分析还

是实证分析结果上，资本存量的增长会带来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且由于存在技术增长等外在因素的影

响，使得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下降也会使得农村地区产出的增加。但在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中，

由于各地区发展存在一定差异，使得劳动人口作为人力资本因素在地区间流动，这导致索罗–斯旺模型

中原本起重要作用的人口增长因素，变得微乎其微，从而使得农村地区的劳动人口未能成为农村地区产

出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在实际实证分析中，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存在，使得农村地区劳

动人口的流失并未成为阻碍农村地区发展的因素，也并未成为直接导致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以及“二

元结构”的强化。这一结果论证得出在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地区资本存量与劳动人口实

则是“鱼和熊掌”的关系，肯定了经济增长中资本对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适用于我国农村地区长

期均衡增长理论有效性，同时也证明了农村地区技术增长真实存在，且在现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与

当前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地区资本存量变动与农村地区产出增长变动相互协调的事实。 
在我国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第一产业的产出作为衡量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与农村

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其在当前我国目前已全面进入小康社会阶段，过去农村地区仅靠劳动人数来

增加农业产出总量增长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农村地区资本存量的积累与技术因素的提升对于农村地区农

业产出增长之间的正向作用关系，不仅是在理论逻辑和实证分析上存在和行得通的，并且对于当前我国

农村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稳定经济结构，保证社会稳定等方面也是必须的。 
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实现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这一重要目标是不应动摇的，然而为实现农村地区

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宏观指导、制度安排与微观分析对于解决上文所提到的问题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方面针对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自然环境的差异导致的污染问题，应及时建立农村户级责任制，针对由于

技术、专业知识等原因导致的问题，将责任落实到人，并针对当前已存在的环境问题有针对性的开展治

理；另一方面针对我国中西部各地区农村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问题，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地区间的

生产协作，破除原本按乡镇的土地划分界限，并逐步提高农村地区现代化、规模化与集约化农业发展；

另外针对当前城乡农产品销售问题上，建立横纵交错的销售网络，并提高信息开放水平，避免城乡双方

信息不对称现象，并依托网络平台，扩展农产品销售渠道，树立农业农产品品牌效应，避免过去销售网

络与销售半径存在的短板。最后针对农业资本如何使用与资本使用效率较低等问题，由于实证分析中资

本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较低，必须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具体分析各地区工业发展阶段水平，并确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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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农业项目的投资比例，依据农村户级责任制，具体到户责任到人进行资本投资指导，对原先资本投资

效率较低的生产环节进行调整，并调节各环节投资比重，使农村地区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二者均衡发展，

实现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并逐渐破除“二元结构”，减小城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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